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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面临着高质量转型，绿色发展效率成为其重要衡量指标。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脉”，也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面板

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

析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能够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2)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促进城市的绿

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发现不仅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在城市绿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力，也突出了生

产性服务业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各地政府应充分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以及生产性服务

业的行业性质，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和建设，并大力引进新兴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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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a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
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its measurement.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
ture is an important “artery”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0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18 and uses the undesired output SBM model to measure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sing Tobi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effi-
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found: 1)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
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2)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an attract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This finding not only shows tha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to 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local govern-
ments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vest and construc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vigorously 
introduce emerging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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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面积约占全国的 21.4%，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

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其建设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陆大道，2014) [1]。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集聚、

产业发展、资源消耗等使得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负荷一直很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杨桂山等，2015) 
[2]。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指出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 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长江经济带时指出“推动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且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会就山

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这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为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做出了重大安排部署。而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与经

济的协调发展，即以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发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实践的过

程。长江经济带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交通

基础设施规模方面，1949 年我国的铁路营运里程数仅 2.18 万公里、公路里程数仅 8.07 万公里，2019 年

则分别达到了 13.98 万公里和 501.25 万公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近些年开始倡导绿色、低

碳出行，使得城市内的交通基础设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公交、地铁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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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30733
元，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对通勤出行等交通的便利程度有着更高的要求。

作为公共物品，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紧密联系了

物资的生产、流通，以及人们各方面的生活，保持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

键(林伯强和杜之利，2018) [3]。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带动周边地区土地价值的提

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要素布局的改变，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建设改变了城市的居住条件，有利于加快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此外，公交、地铁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也为居民的出行带来便利，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私人交通的使用，

对保护城市环境有着积极的影响。而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地区

之一，对人口、产业等的吸引力巨大，不可避免的会面对交通拥堵、环境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长

江经济带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否提升其沿线城市的绿色发展

效率？这种影响的传导路径又是怎样的？本文将围绕解决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2. 相关研究与理论分析 

(一) 绿色发展效率 
1) 绿色发展的内涵 
在 1987 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有不对

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且 1989 年，英国经济学家 Pearce 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中

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要求发展要注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可持续发展。而我国虽然对

于绿色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进展快速，学者们对绿色发展的理念、内涵等进行了分析。王玲玲

和张艳国(2012) [4]提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新兴发展模式。蒋南平和向仁康(2013) [5]认为绿色发展的内涵不能单纯定义在“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上，应该定义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不长互相平衡，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理念的基础上。并且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 [6]从功能界定上表明，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

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且绿色福利、绿色财

富、绿色增长分别是绿色发展的目标、基础和手段。同时，黄建欢等(2014) [7]指出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与协调，应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实现更高的经济产出，同时减少环境污染。朱龙波(2020) 
[8]从经济学意义上表示绿色发展是认可生态自然的价值，以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发展才是有质量、可持

续的，同时也表明发展是为了更好的改善生态环境。基于此，本文将绿色发展定义为是一种强调以人为

本，注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 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围绕绿色发展效率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不仅分析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和区域差异

(车磊等，2018 [9]；Wang 和 Zhao，2018 [10]；周亮等，2019 [11])，还逐渐关注到了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因素，如环境规制、城镇化发展、金融集聚等(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 [12]；王兵等，2014 [13]；Zhang
等，2018 [14]；袁华锡和刘耀彬，2019 [15])。殷宝庆(2012) [16]利用 SBM 模型测算了中国 2002~2010 年

27 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

体上符合“U”型关系。Tao 等(2016) [17]针对非期望产出(SO2排放)，采用 SBM 方法对中国省级绿色经

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实证发现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刘贯春等(2017) [18]采用了非径向方向

距离函数测算了 2000~2013 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实证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

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李毅等(2020) [19]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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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个地级市 2003~2018 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存在“U”型曲线

关系。张爱君和张娜(2020) [20]统计 1997~2017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的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

数和 SBM-DEA 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发现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

型路径。 
(二)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

从其作用机理分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与环境两方面来影响。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力发展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城市发展(Bowes 和 Ihlanfeldt，2011 [21]；
Efthymiou 和 Antoniou，2013 [22]；马晓蕾和马延吉，2016 [23]；邹璇等，2020 [24])。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 
[25]利用 1987 年~2007 年中国 28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

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魏巍等(2014) [26]基于 2000~201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实证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

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郝伟伟和张梅青(2016) [27]基于京津冀区域 13 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运用系统

GMM 模型实证发现交通的改进与完善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紧凑度的提高，并发现交通能够通过城市紧凑

度间接影响城市生产率。郑腾飞和柯善咨(2019) [28]将劳动技能匹配引入 Venables 理论模型中，实证发

现城市交通条件能够改变技能匹配水平，提高企业生产率。Mayer 和 Trevien (2017) [29]通过对巴黎都市

圈开放和逐步扩建的区域快速铁路(RER)的研究发现 RER 的开放提高了与该网络相连的市镇的就业人数。

并且除了关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逐渐关注到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解

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如 Dirgahayani (2013) [30]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 Trans-Jogia 公交系统为例，研究了

公共交通改善计划的环境共同效益，发现公共交通有助于减少当地的环境污染。梁若冰和席鹏辉(2016) 
[31]利用 DID、RD 以及 RDID 等准实验方法实证发现轨道交通的开通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污染治理效应。

类似的，高明等(2018) [32]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发现开通轨道交通能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并且现有

轨道交通的积累里程越长，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Nanaki 等(2017) [33]调查

了影响欧洲 9 个主要城市中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产生的因素，并发现公交出行能够减少碳排放量。孙

传旺等(2019) [34]运用 2000~2012 年 8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

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且大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对空气污染的边际影响。并且与道路投资相比，道

路面积的增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更好。同时，林澍珅等(2019) [35]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通过实证

发现以公共交通出行占比表示的交通客运结构在现有条件下显著降低了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生态效率，但

随着结构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抑制作用会逐步减弱并转变为促进作用。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对于绿色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和影响因素以

及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均做出了丰富的研究，为本文起到了启迪作用。但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的主要内容，

本文也发现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1) 已有文献研究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分别对经济和环境的

影响，但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经济与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的问题上缺少探讨。2) 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因素来看，已有研究从环境规制、城镇化、技术进步等方面来研究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但缺乏

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及其机制。3) 已有文献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研

究多从行业、国家层面，而研究经济带的较少。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01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

测度各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3. 机制分析 

(一)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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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优化城市的公共交通结构，提高城市整个综合交通体系的运行

效率，有助于降低交通成本，提高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林伯强和杜之利，2018) [3]。降低交通成本将会

导致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促使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既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

又可以通过引导发达区域对落后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 [36]。
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的发展具有集约高效、节能环保的优点，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

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能够以其较高的运输能力和效率来提高其交通分担率促使居民选择公共交通作为

出行方式，减少对私人交通的使用。不仅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同时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达到保护

城市自然环境、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由此提出： 
假说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二)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选址和经济活动集聚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根据城市经济理论，城市

内多种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区位选择，而交通可达性和出行成本的降低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因素。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降低交通成本，企业为加强与相邻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倾向于选择靠近公

共交通站点的区位，从而产生集聚经济效益，进而在沿线及站点产生交通、客流等廊道经济效应。这种

效应能够促使区域各种资源、各产业为选择最佳区位在空间地域发生流动和转移，改变城市生产要素的

空间布局，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而区域交通发展又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廊道

经济效应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加速人力、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提高可达性，正向促进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蒋荷新，2017) [37]。而生产性服务业拥有高生产率、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绿色清洁特质(张
月友等，2018) [38]，因而当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完善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时，不仅能够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能降低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促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由此提出： 
假说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4.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本文借鉴 Tone 的做法，采用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测度绿色发展效率。将每个城市看作一个生产

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均包含三类要素：投入(资源与非资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undesirable out-put)，分别由 x、 gy 、 by 三个向量来表示。假设有 n 个同质决策单元，其中， mx R∈ ， 1pgy R∈ ，

2pby R∈ ， 定 义 矩 阵 为 X 、 gY 、 bY ， 即 [ ]1, , m n
nX x x R ×= ∈ ， 1

1 , p ng g g
nY y y R × = ∈ ， ，

2
1 , p nb b b

nY y y R × = ∈ ， ，其中 m、 1 2p p、 分别表示三种变量的个数；假定 0, 0, 0g bX Y Y> > > 。含有非

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集定义为 ( ){ }, , | , , , 0g b g g b bP x y y x Xλ y Y λ y Y λ λ= ≥ ≤ ≥ ≥ 。 
其中 λ表示权重向量。根据托尼的观点，非期望产出 SBM 模型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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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向量 _ g bs s s， ，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目标函数 p∗是个严格递减函数，

并且 0 1p∗≤ ≤ ，对于每一个决策单元，当且仅当 1p∗ = ，即 _ 0s = 、 0 0g bs s= =、 时投入产出是有效率

的，该决策单元既不存在投入和非期望产出过多，也不存在产出不足，处于最佳生产前沿面。当 1p∗ < 时，

表明该觉得单元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是低效率的，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投入产出比来提高

有效性。 
综合绿色发展的内涵以及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参考李江龙和徐斌(2018) [39]、卢丽文(2016) [40]等学

者的做法来构建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如表 1。在投入指标方面分为非资源投入要素(劳动力和资本)、
资源投入要素(能源)，其中劳动力投入用年末就业人数来表示;资本投入的变量选择，本文借鉴周亮等

(2019) [11]、郭艳花(2020) [41]等用固定资产代替资本存量的方法，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资

本投入；能源投入方面，采用供水总量、城市建成区面积、全社会用电量、人工和天然气供气量、液化

气供应量。产出指标方面分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其中，期望产出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选取各城市的 GDP 衡量，并以 2012 年为基期对各个城市的 GDP 进行平减计算出各城市

实际 GDP。社会效益选取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境效益采用城市绿地面积、绿地

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非期望产出选用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来衡量。并运用熵值法综合计算个城市的能

源投入、社会效益指数、环境效益指数以及非期望产出指数。 
 

Table 1. The measure index of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表 1.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投入指标 资本要素 资本投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劳动力要素 单位从业人数 单位从业人数 

 技术要素 技术投入 各地科技与教育事业财政支出 

 资源要素 水、土、能源消费总量 供水总量、城市建成区面积、全社会用电量、 
人工和天然气供气量、液化气供应量 

产出 期望产出 经济效益 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效益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环境效益 城市绿地面积、绿色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选用 2012~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1 个城市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

CEIC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城市

的统计公报收集得到，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处理。基准回归模型为： 

0 1 2 3 4 5it it it it it itgde tran fdi pd gov pgdpα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解释变量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tran)：参考韩峰等(2019)，采用每万

人拥有公共汽车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城市路网密度三个指标，并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算来代表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被解释变量即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gde)， 0α 是常数项； kβ 为变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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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ε 为扰动项。其余为控制变量：1) 对外开放程度( fdi )：用当年利用外资总额来表示，并根据各年度平

均汇率调整为人民币，并取对数。2) 人口密度( pd )：本文采用城市人口和面积的比值来表示，并取对数。

3)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表示，并取对数；4) 政府干预( gov )：利用地

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观测值 中间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e 707 0.753 0.197 0.277 1 

tran 707 0.34 0.128 0.004 0.738 

aggl 707 0.821 0.306 0.094 2.573 

lnpgdp 707 10.671 0.571 9.262 12.084 

lnpd 707 6.056 0.581 4.009 7.743 

lnfdi 707 12.409 1.667 3.008 16.325 

gov 707 0.194 0.079 0.076 0.572 

 
(三) 中介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制，采用 Tobit 模型构建中介效应逐步

回归模型： 

0 1 2 3 4 5it it it it it it itgde tran fdi pd gov pgdp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1) 

0 1 2 3 4 5it it it it it it itaggl tran fdi pd gov pgdpα α α α α α µ= + + + + + +                    (2) 

0 1 2 3 4 5 6it it it it it it it itgde aggl tran fdi pd gov pgdpγ γ γ γ γ γ γ ρ= + + + + + + +                 (3) 

其中式(2)为产业集聚分析方程，被解释变量 itaggl 为第 i 市第 t 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式(3)中核心

解释变量为 itaggl 和 ittran 。 
对于以上模型，首先需要对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系数 1β 是否显著为正，即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绿

色发展效率的总效应，如果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提升效果，且继

续进行下一步检验；否则，停止检验。接下来，对方程(2)进行回归，检验系数 1a 是否显著为正，如果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产业；最后检验 1γ 和 2γ 是否同时显著，如果 1γ 和 2γ 均显著为

正且系数 1γ 比 1β 更小，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 1γ 不显著但 2γ 显著，

则说明产业集聚具有完全中介的作用。 

5.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逐步回归结果。从表 3 可以看出，在逐步回归

分析法下， 1β 始终显著为正。并从第(5)列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各种因素之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

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198，并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中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能够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从而验证假说 1。说明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各个城市中，各城市内的交

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城市内企业的产出效率，而且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达到

保护城市自然环境、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从而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沿线各个城市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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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direct impac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表 3.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影响 

 (1) (2) (3) (4) (5) 

变量名称 gde gde gde gde gde 

tran 0.243*** 0.243** 0.224** 0.238** 0.198** 

 (0.094) (0.095) (0.095) (0.095) (0.093) 

lnpgdp  −0.062* −0.084** −0.066 −0.067* 

  (0.037) (0.039) (0.040) (0.036) 

lnpd   0.097* 0.122** 0.049 

   (0.054) (0.055) (0.055) 

lnfdi    −0.024** −0.027*** 

    (0.010) (0.010) 

gov     −1.196*** 

     (0.278) 

Constant     1.743*** 

     (0.439) 

Observations     707 

Number of id     101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二)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

的中介效应可以通过表 4 中(1)、(2)、(3)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表 4. 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1) (2) (3) 

变量名称 gde aggl gde 

tran 0.198** 0.114* 0.191** 

 (0.093) (0.069) (0.093) 

aggl   0.085** 

   (0.042) 

lnpgdp −0.067* −0.110*** −0.057 

 (0.036) (0.025) (0.036) 

lnpd 0.049 0.055 0.039 

 (0.055) (0.044) (0.054) 

lnfdi −0.027*** 0.006 −0.028*** 

 (0.010) (0.007)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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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gov −1.196*** −0.452** −1.165*** 

 (0.278) (0.202) (0.276) 

Constant 1.743*** 1.613*** 1.635*** 

 (0.439) (0.329) (0.437) 

Observations 707 707 707 

Number of id 101 101 101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 4 报告了中介效应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在表 4 中可知，在第(2)列中，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为

0.114，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在第(3)
列中，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系数分别为 0.191 和 0.185，
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水平来提高了绿色发展效率，假说 2 得到验证。这表明在长江经济带各个城市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化

改善确实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沿线各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以生产性服务业

低能耗的特点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各个城市的绿色发展。 
(三) 稳健性检验 
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其他地级市不可比的优势，因此，本文删除样本中重庆、上海这两个直

辖市，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在删除直辖市

样本后，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前文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deleting municipalities 
表 5. 删除直辖市后的实证回归结果 

 (1) (2) (3) 

变量名称 gde aggl gde 

tran 0.220** 0.127* 0.212** 

 (0.093) (0.069) (0.092) 

aggl   0.070* 

   (0.042) 

lnpgdp −0.060* −0.117*** −0.052 

 (0.035) (0.025) (0.035) 

lnpd 0.006 0.034 0.003 

 (0.053) (0.045) (0.052) 

lnfdi −0.031*** 0.006 −0.032*** 

 (0.010) (0.007) (0.010) 

gov −1.308*** −0.446** −1.276*** 

 (0.274) (0.203) (0.273) 

Constant 1.971*** 1.794*** 1.862*** 

 (0.437) (0.333) (0.439) 

Observations 693 693 693 

Number of id 99 99 99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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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2012~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1 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 SBM 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

线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

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一些影响因素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第二，

影响机制检验中，在选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为中介变量后，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后发现，结果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充分发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发展效

率的促进作用，优先发展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惠及全民的政策。而政府处于优先发展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主导地位，需要统筹和掌握发展全局，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政策制定等方式调控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发展模式和方向。其次，公交优先、绿色公交。各地政府应提高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比例，加大对绿

色公交工具推广的政策指导和经济补贴，同时根据公交优先、绿色公交的要求，对城市道路的分类进一

步细化，对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等按照新的交通结构与需求进行调整更新。最后，完善区域交

通网络节点建设，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新兴服务业以及相关高

端技术人才，促进城市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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